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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中國學方法論  

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  王  勇 

 
作爲專事日本學研究的中國人，對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動態不能不予以關注。尤其在傳統文化領域，無論中國的日本學還是日本的中

國學，往往使用相同的文獻，涉及類似的主題，“知己知彼”是爲治學之要。 
大概因爲上述原故，探討日本中國學之歷史與現狀的重要著作，幾乎多出自精通日本學的中國學者之手。比如，北京大學嚴紹璗教

授的《日本中國學史》（第一卷）（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，系統梳理千餘年來日本中國學發展變遷之軌跡；再如，臺灣大學高明
士教授的《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》（明文書局，1986），敏銳捕捉現代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動態。俗話說“旁觀者清”，這些鳥瞰全
局、冷靜透視的宏篇鉅制，處於局内的日本學者不太好執筆，疏於外語的純中國學者也無法勝任。 

今天有機會與韓國的中國學專家交流，在中國時感到高興，到了韓國便忐忑不安了。因爲，說好聽點是“旁觀者”，說難聽點就
是“門外漢”。因此我要做這些鋪敘，一是為今天“不速之客”的身份尋找藉口，二是為接下來的“信口開河”預埋伏筆。 

 
1．日本的漢學與中國學  

縱觀日本的中國研究史，大致可以明治維新為界，分成前後兩個階段：前期稱作“漢學”，在江戶時代達到鼎盛；後期才叫“中國
學”，一直延續至今。從嚴格意義上講，“漢學”既是中國學也是日本學，或者說兩者兼有，明治以前的日本人是作爲本國傳統文化
的一部分進行研究的。 

明治維新以後，在“脫亞入歐”的風潮下，日本經受“歐風美雨”的洗禮，文化結構發生變異，西學從某種程度上替代了漢學的角
色，漢字負載的文化受到疏遠和異化，逐漸衍生出“中國學”的新型學科。 

日本把中國作爲外在的客觀對象，進行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研究，無疑肇始於明治時期，並在大正、昭和時期趨於成熟。那麽，新生
的“中國學”究竟有何特點呢？ 

 
2．傳統的研究方法  

有些學者在論述日本的“中國學”時，著意強調其新生創意的側面，而忽視其繼承舊學的特點。其實，活躍於明治、大正時期的大
多數學者——無論是西學家還是國學家，均具有深厚的“漢學”功底。 

從明治四十二年（1909）至大正五年（1916）刊出的《漢文大系》20卷看，執筆者如服部宇之吉、兒島獻太郎、重野安尋繹、星野
恆、長澤規矩也、牧野謙次郎、安井小太郎、島田鈞一、岡田正之諸人，治學走的是考據學的路子。即使到了内藤湖南、青木正兒、
小島祐馬、武内義雄這一輩，依然有“漢學”家的遺風，學問講究博廣、會通，“經史子集”皆所涉獵，不像現代學者那樣局囿于某
個專題。 

昭和以後，學問日趨細化，專業越分越小，在這樣的環境下很難再產生“通儒”，但清朝以來的考據學風，仍然扎根於日本的學術
土壤。就以我熟悉的當代日本學者而言，史學如池田溫先生，哲學如戶川芳郎先生，文學如佐藤保先生，他們注重收集資料、精讀原
本，拘泥字句，考證入微，擅闡釋而少發揮，即《論語》“述而不作”之傳統也。 

日本的中國學研究，重視原典、精於考證的學風，一般認爲是受清朝考據學影響，事實上也不盡然，與日本人嚴謹、求實、保守等
國民性關係密切。清初山井鼎、物觀的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200卷傳入中國，其參校諸本、羅列異同、不抒己見的作風，對“乾嘉學
派”震動巨大，某種意義上促進了清朝考據學的發展。這種學風不限於中國學，周一良先生評松本清張的偵探小説，就說其手法類乎
清朝考據學，中國學者反而逐漸疏於此道。 

 
3．日本的“團隊”精神  

日本的中國學研究，還有一個源於其國民性的特點，便是所謂的“團隊”精神。一涉及到這個問題，我們很快聯想到“東京學
派”和“京都學派”，前者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為根據地，後者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為大本營。 

形成某個學派，需要“團隊”精神。以前中國是靠師承關係形成學派的，但在現代社會中這種關係較難維繫，像中國某些名牌大學
那樣，宣稱自己的博士生不能留在本校，顯然阻止以師承為紐帶的學派形成。 

日本的中國研究學派根基何在呢？師承當然很重要，日本一些著名大學實行講座制，一個學科設置一名教授，他對聘任副教授、講
師、助教有很大的發言權，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學術團體。比如京都大學吉川幸次郎教授翻譯《水滸傳》十幾年而未竟，下任教授清水
茂教授接其舊業，二代人成就一項事業，形成《水滸傳》研究的一個基地。 

不過，我認爲在日本形成“學派”，更重要的原因的是他們的研究方法，即所謂“講讀”、“會讀”、“演習”之類。“講讀”由
某位先生主持講授，“會讀”是大家共同研讀某部重要典籍，“演習”則由學生分擔發表。這是利用集體力量治學的方法，也是某個
學派形成的基礎所在。 

舉例說，京都大學開設的《毛詩注疏》、《論語注疏》等經書注疏的“講讀”、“演習”，從1928年延續至今，約80年閒不曾停
止，所出的成果均凝聚著集體的智慧。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日本中國學的很多重要成果，均是團隊合作的結晶。日本的一些學者，個人
並沒有驚人的成就，但依然被奉為宗師，其原因就在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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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西學的影響  

前面提到，日本的中國學誕生在明治時期，必然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，即受西學東漸的影響。這種印記和影響，體現在多個層面。 

首先，就如東京大學“東洋文化研究所”的名稱所示，“東洋學”作爲一門新興學科誕生了。這個術語雖然是英語Orientalism或
Oriental Study的對譯，但含義卻與英語不完全對應。Orientalism或Oriental Study涵蓋整個東方研究，但日本的“東洋學”不包括日本，僅
指日本以外的東亞諸國。中國語中的“東洋”、“東洋人”、“東洋貨”專指日本，而日本的“東洋學”卻排斥自我，這是明治維新
時期“脫亞入歐”造成的結果，當時日本一心躋身西方列強，不願與亞洲各國爲伍。現在日本許多大學開設“東洋史”專業，自然也
不包含日本史。總部設在日本的國際東方學會，繼承了“東洋學”的傳統，主要研究中國，兼及韓國、越南等。 

其次，1888年内田周平出版《支那哲學史》，標誌傳統的“經學”搖身一變成了“中國哲學”。這個變化顯然是在西學刺激下發生
的，日本古典之重要組成部分的“經學”，變爲與“西方哲學”、“印度哲學”並列的外國學問，負面影響是割裂了日本傳統文化的
經脈，正面影響是促進了客觀的科學研究。 

再則，在西方學術思潮衝擊下，部分學者得以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，從更高的視點關照東亞文化。茲以中國歷史分期為例，上個世
紀初内藤湖南提出著名的“三分法”，即以漢末之前為“古代”，三國至唐代為“中世”，宋代以後為“近世”。這種歷史分期模仿
歐洲的歷史分期，雖然與日本歷史的分期對應，但與以清末之前統括為古代的中國目前流行的斷代不相吻合。 

 
5．日本中國學的局限  

綜上所述，日本的中國學既不同於中國的中國學，大概與韓國的中國學也不盡相同，既有傳統的一面，又有西化的一面，是非優劣
難以評説。日本的中國學雖然有不少值得借鑑之處，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

首先，日本的中國學專業細分，不少學者終身只埋頭研究某人、某事、某作品，對相關學科缺乏必要的了解，微觀考證之精神可
嘉，高屋建瓴之氣度不足，以至視野狹隘，在理論構建上罕有建樹。 

其次，日本的“團隊”精神雖然有利於基礎性課題的操作、後繼人才的培養、研究成果的積累、學術思想的傳承，但同時也伴隨抹
煞個人獨創精神的弊病。日本大小不等的“學派”，有時會成爲封閉割據的“學閥”，在圈内稍有出軌很可能遭到排斥。比如，你一
旦在某位教授的退官紀念文集上發稿，很難再向其他私淑的先輩學者呈獻紀念文章了。這有悖於學科交叉、學術國際化的趨勢。 

再則，日本頂尖的中國學大家，不會說漢語者為數不少。日本有訓讀漢文的傳統，所以治中國學者，多有深厚的閲讀理解古代漢文
的功底，然而這也妨礙了他們學習活生生的交際語言。我曾經邀請過多為著名的中國學家講學，中文係、歷史係的教授久聞其名，便
慕名前來交流，結果語言不通，採用最典型的、古老的東方式交流手段——筆談，極大地降低了這些名家的聲譽。 

 
總而言之，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方法，既繼承了東亞學術傳統的特點，也吸納了西方學術的思路，形成了符合其國民性的風格。然

而，在傳統和現代、漢學與西學的交融組合中，也有不太合理的部分。 

 


